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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部控制治理的本质是控制权配置，内部控制治理的根本目标是借助于控制权配置，通过由内部控
制治理环境、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治理机制共同组成的效率释放互动框架，实现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最大

化。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最大化的核心是控制权配置效率最大化，基本的衡量标准是内部控制治理收益与内部控制

治理成本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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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思路

对内部控制效率的评价，目前主要是从内部控制的目标、基本内容和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和总结

的。有的学者从满足“外部需求”（企业的投资者和债权人以及监管部门和中介机构希望通过内部控

制系统减少意外情况和资产损失，并且以有效的内部控制对财务报告可靠性有合理保证，防范财务报

告舞弊）和“内部需求”（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过程实质上是对企业大量的信息进行管理以支持企业

管理者的管理决策过程和保护企业的资产，合理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角度加以论证［１］。有的学者

则分别从内部控制系统要素的作用提出效率评价的主要观点，包括为了组织的利益而防范舞弊，在保

证目标实现的基础上关注监督、风险和资源配置。有效的内部控制评价注重战略、结构、业绩、动机以

及激励等方面；有效的内部控制包括信任、边界明晰、诊断准确以及互动等方面［２ ３］。ＣＯＳＯ 报告认为
有效的内部控制应该是“内置于”企业经营管理过程的全员参与的动态和自我评估系统，其有效性体

现在企业目标的实现、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和适用的法律法规得到遵循。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认为

有效的内部控制有三大标准，即适时适量、明确授权以及成本效益原则。张宜霞认为，从本质上来看，

内部控制的效率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应当是相对于相关目标的实现来说的［４］。从内部控制目标

实现的保证水平来看，内部控制的效率是指内部控制为相关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的程度或水平，其实

际变动范围可以是从 ０ 到 １００％。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企业内部控制设计的质量、运行的好坏都会直
接影响到最终能为相关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的程度。从结构的角度来看，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各个

组成要素、各个控制程序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些组成要素和控制程序的效率及其相互作

用的效果直接影响着内部控制整体的效率。

借助经济学从三个角度对效率问题所进行的分析，内部控制效率也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考察。

首先，从资源配置角度考察，即在给定的技术、劳动、资本等要素条件下，考察制度的资源是否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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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得到了合理配置，使所有相关者获得最大化效用，实现帕累托效率或称帕累托最优。其次，从

控制活动过程的投入与产出角度考察，即考察控制活动的产出成果与投入之比，若成本收益比值越

低，则表明效率越高；反之，则效率越低。再次，从信息有效性角度考察，即考察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效

率（或股票市场效率）的程度［５］。由于资本市场的信息瞬息万变，特别是还存在信息披露虚假等问

题，资产价格是否准确、及时地反映了各种相关信息，成为决定资本市场效率高低的关键因素①。

以上关于内部控制制度效率的分析方法虽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衡量标准，但是都没有抓

住内部控制制度效率的本源问题。一方面企业是协调社会分工的一种组织形式，如果撇开外部的环

境不说，单就企业内部的运作而言，其核心问题在于企业内部参与者之间合理配置与企业运行有关的

权利、责任（主要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确保他们之间合作及竞争关系的存续和扩展。

这就是企业内部控制的实质［６］。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其内部存在一个控制机制，来弥补企业契约的不

完备性，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作和发展。这可视为企业内部控制的本质［７］。

从企业内部控制发展的历史看，两大现象引人注目：一是从共时性看，不同国家、地区以及类似技

术和市场参数的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千差万别的；二是从历时性看，企业的内部控

制制度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即从内部牵制治理到内部控制治理再到基于风险控制的内部控制治

理模式。对这两大现象，很多学者认为企业内部控制共时多样性是因为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企

业内部控制历时多样性是不同企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结果。这样的解释是

有缺陷的，其主要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缺乏产权尤其是控制权配置制度对企业内部控制效率的影

响。按照对产权内涵的理解，产权最终应当体现为对企业的收益享有权以及与收益有关的控制权。

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个人激励的决定性因素，是促进企业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因素，具有巨大的保险功

能和约束功能，因而合理的产权制度对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运行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产权制

度作为分配、行使有限资源管理权的结构［８］，在三个层面上支配着企业内部控制的效率［９］，即从所有

者角度看，产权制度支配着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控制效率，从经营者角度看，产权制度支配着经营者对

管理者的控制效率，从产权契约角度看，产权制度支配着管理者对员工的控制效率。现有的研究大多

忽视了产权制度尤其是控制权配置制度对内部控制效率的影响。其次，把参与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

个体当作抽象的理性人（有限理性）看待，忽略了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影响。把企业概念化为理性

的行为者而忽视企业作为组织协调内部成员利益差别的复杂的政治过程，也就是忽视了企业内部控

制内生演化的方面。这样既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内部控制的共时多样性问题，因为在竞争的作用下，

面临着类似技术和市场参数的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内部控制应该收敛于某一种最节约交易成本的

结构，而这与观察到的事实明显不符，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内部控制的历时多样性问题，因为静态

地、逻辑地比较给定条件下不同内部控制结构交易成本的差异，不能从动态和历史的角度令人信服地

说明演化问题，这样的分析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技术选择论。正如周业安所指出的那样：“制度安排的

比较静态分析仅仅告诉我们，在给定某类条件下，哪种制度安排更有效或更好，至于一种制度安排为

何会变成另一种制度安排，其实并没有答案”［１０］。最后，仅仅从微观个体成本与收益理性计算出发分

析整体的内部控制制度变迁效率，就会面临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冲突，以至于用意识形态和文化的

差异说明制度变迁差异性与多样性的最终决定性因素，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

忽视了内部控制制度变迁的物质基础性。本文在评述现有关于内部控制制度效率及其度量文献的基

础上另辟蹊径，从成本收益视角进行研究。我们之所以选择成本收益视角来论证内部控制效率问题，

除了本文前面所论述的理由和依据之外，还来自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有关规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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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诺思提出的“适应性效率”标准，内部控制适应性效率是指处于该项制度下的人或组织同该制度的适应程度。由于适应性
效率客观上难以进行数量描述，因而除了在该制度约束下的行为主体能够直接体验到适应性效率外，外部观察者通常只能先对一项

制度约束下的人或组织的“产出”结果进行观察，再通过比较来发现该制度的效率。本文考虑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效率已经有学者

做了研究，本文主要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对内部控制效率进行研究。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六条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一是适应性，即内部控制应当合理体

现企业资产经营规模、业务范围和特点、风险状况以及所处具体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并随着环境变化、

业务调整、管理要求等不断改进和完善。二是成本效益，即内部控制应当在保证有效性的前提下，合

理权衡成本与效益的关系，争取以合理的成本实现更为有效的控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经

济主体在设计与实施内部控制活动时，都要考虑具体控制制度和控制行为在经济价值上的得失，以便

对投入与产出关系有一个尽可能科学的估计。成本收益分析是一种量入为出的经济理念，它要求对

未来行动有预期目标，并对预期目标的几率有所把握。内部控制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前提是追求

内部控制制度效用的最大化。

二、从成本收益视角看内部控制效率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视角出发，关于内部控制制度的效率则大都从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来

解释，并且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假定内部控制制度所提供的服务或实现的功能为既定，则选择费

用较低的内部控制制度是更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另一种是假定内部控制制度选择的费用为给定，那

么能够提供更多服务或实现更多功能的内部控制制度则是更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１１］。

可见，公司内部控制治理，从静态上看是一组治理机制有机组合构成的治理体系，从动态上看是

具体的治理机制的实施与运行。无论是治理体系的构建，还是治理机制的运行，我们都需要花费成

本，当然也应该取得治理效果（如减少了企业的代理成本，提高了企业的价值等），通常称之为治理收

益。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察，最优的公司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是在给定的治理成本条件下实现治理收

益最大化，或者在给定的治理收益条件下实现治理成本最小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内部控制治理效率

的内涵可界定为治理收益与治理成本的比值。比值越大，表明治理效率越高；反之，则表明治理效率

越低。也就是说，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是指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内部控制治理成本与内部控制治理收

益的比率。衡量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标准，就是内部控制治理成本最小化或内部控制治理收益的最

大化①。以企业的某项内部控制制度创新为例，若企业实施一项新的内部控制制度安排（假定企业生

产技术等外部环境不变），则从以下几个方面度量新内部控制制度的效率②。

（一）内部控制制度带来的净收益与内部控制制度投入的净成本的比例

设 Ｒ１为企业实施某一内部控制制度带来的收益，Ｒ２为内部控制制度实施前的收益，内部控制制
度带来的净收益为 ＮＲ ＝（Ｒ１ － Ｒ２）；Ｃ１为实施某一内部控制制度后的企业的总成本，Ｃ２为在该内部控
制制度实施前的企业总成本，Ｃ１ － Ｃ２意为实施该内部控制制度的净成本（即内部控制制度投入成本
以 ＮＣ表示）；Ｅ１代表内部控制制度效率，则 Ｅ１ ＝（Ｒ１ － Ｒ２）／（Ｃ１ － Ｃ２）＝ ＮＲ ／ ＮＣ。显然，内部控制制
度效率与内部控制制度带来的净收益成正比，与内部控制制度投入净成本成反比。因此，提高内部控

制制度效率可以从提高净收益、降低净成本方面进行。这一度量方法从逻辑上来说较为准确，但只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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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内部控制治理收益就是指企业在实施了各种内部控制治理活动后引致的利益相关者增加的收益（效用）总和。若以 Ｅｆｇ代表内
部控制治理效率，用 ｉ代表引起各种内部控制治理收益的成因或方式（内部控制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治理机制或其组合），用 Ｒｉ代表与
引起不同内部控制治理收益的成因或方式相适应的参与人（利益相关者）的收益（效用），Ｘ 代表影响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环境因素
（政府行为、法律制度、产权保护、市场化水平、信用体系、契约文化等），且在既定的内部控制治理环境中，一家公司的内部控制治理

成本目标（Ｃｆｇ）给定，则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最优化问题等价于内部控制治理收益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ＭａｘＥｆｇ［Ｍａｘ｛∑Ｒｉ（Ｘ）｜
Ｒｉ ＝ Ｒ１，Ｒ２，…，Ｒｎ；Ｘ ＝ Ｘ１，Ｘ２，…，Ｘｍ｝。内部控制治理成本是指内部控制治理主体实施内部控制治理活动所发生的成本总和，主要
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第一，治理的交易成本，指公司内部各责任控制相关主体在进行内部交易的整个过程中运用资源的成本，包括

信息搜集成本、缔约成本、监督成本和强制履约的成本；第二，代理成本，即由于内部管理人员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的企业价值减少的绝

对值；第三，治理结构的组织成本，指建立公司组织机关以及为确保这些权力机关正常运转所耗费的成本；第四，遵循成本或执行成

本，即公司为执行正式制度所产生的成本，包括集体决策成本、风险承担成本、制度摩擦成本等。若以 Ｃｉ代表各种不同的内部控制治
理成本，其他符号同前，且在既定的内部控制治理环境中，一家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治理收益目标（Ｒｆｇ）给定，则内部控制治理效率
最优化问题等价于内部控制治理成本的最小化，用公式表示为 ＭａｘＥｆｇＭｉｎ｛∑Ｃｉ（Ｘ）｜Ｃｉ ＝ Ｃ１，Ｃ２，…，Ｃｎ；Ｘ ＝ Ｘ１，Ｘ２，…，Ｘｍ｝。

本文借用郑兴山等关于产权制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理论［１２］，阐述内部控制效率的成本收益观念。



映了内部控制制度带来的平均效率，且难以用于内部控制制度之间的比较。

（二）内部控制制度的对比效率

设 Ｒ２基本保持不变，且内部控制制度实施的净成本 ＮＣ 基本固定，则可用 Ｅ２ ＝ Ｒ１ ／ ＮＣ 近似地表
示采取某一内部控制制度的效率。如果企业采用另一内部控制制度带来的收益是 Ｒ１′，且净成本 ＮＣ
不变，Ｒ１ ＞ Ｒ１′，则实施前一内部控制制度更有效率。内部控制制度的对比效率方法简单实用，可对同
一对象采取不同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对比分析，缺点是对不同的对象没有可比性，而且实施不同的内

部控制制度带来的净成本 ＮＣ常常变动而使这一方法缺乏准确性。
（三）内部控制制度的边际效率

图 １　 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的变化

设 ＭＲ表示内部控制制度的边际收益，ＭＣ
代表内部控制制度的边际成本，ＭＥ表示采取某一
内部控制制度的边际效率，则 ＭＥ ＝（ＭＲ／ ＭＣ）即
表示内部控制制度的边际效率。这一度量方法可

以判定采取某一新的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若

ＭＥ ＝（ＭＲ／ ＭＣ）＞ １，则称新内部控制制度是有效
的；若 ＭＥ ＝（ＭＲ／ ＭＣ）＜ １，则称新内部控制制度
是无效的；若 ＭＥ ＝（ＭＲ／ ＭＣ）＝ １，则由此可以确
定内部控制制度收益的最大化边界。这一方法

的优点是可以用来判断内部控制制度变动的科

学性和有效性，而且度量准确易行，缺点是不能

反映内部控制制度带来的平均效率水平。

我们借用黄少安关于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变化的一般关系图形［１３］，来说明内部控制制度效率的

“倒 Ｕ 型特征”，如图 １ 所示。
一般来说，内部控制制度变革过程中的总成本和总收益都是递增的。内部控制制度变革若得以

实行，则收益肯定是大于成本的，所以总收益曲线 ＴＲ 一般位于总成本曲线 ＴＣ 的上方，据此得出总
效率曲线 ＴＥ ＝ ＴＲ － ＴＣ。由此也可以得出边际效率曲线 ＭＥ，并且可以看出，在 Ｅ点边际效率最高，在
Ｆ点边际效率为零，此时改革取得的效果最好，这时总收益大于总成本的额度最大。如果在 Ｆ点之后
现存内部控制制度仍在运行或内部控制制度的投入仍在增加，则边际效率 ＭＥ为负，从而内部控制制
度的总效率下降，相应的总效率曲线在达到最高点后开始下降，于是内部控制制度效率曲线呈现出倒

Ｕ 型特征。正是由于内部控制制度效率的下降，甚至损失，从而产生了内部控制制度变革的动力。
（四）内部控制制度的组织效率

组织效率是指组织目标的达成情况。由于企业组织是许多主体契约的联结，因而组织的目标实

际上是一组目标所构成的目标体系，可以概括为“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它是一个典型的多

目标最优化模型。就目前主流的看法而言，企业组织的基本目标向量可以解释为组织价值（或经营

成果）的最大化、财务报告与会计披露的真实性和公允性、财产和债务的安全性、持续经营和长期实

现价值增值的能力等。对于一个组织而言，追求其目标、实现其使命的过程便是提高组织效率的

过程。

内部控制是提高组织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组织效率的重要内生变量。我们不妨假设其他一

切不变，将组织效率（ＯＥ）与内部控制（ＩＣ）的函数关系描述如下：ＯＥ ＝ ｆ（ＩＣ）－ ｇ（ＩＣ）。其中，ｆ（ＩＣ）表
示内部控制效益（由于内部控制所导致的组织效率的提高），ｇ（ＩＣ）表示内部控制成本（由于内部控制
而耗费的组织资源的机会成本以及内部控制对组织效率的牺牲）。显然，ｆ（ＩＣ）和 ｇ（ＩＣ）都是随着内
部控制的增加（深度、广度、精度等）而递增的。这就出现一个最佳内部控制点的问题，即内部控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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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多多益善，而是有一个合理的度。这与经济学上大多数成本效益权衡模型并无二致［１４］。

以上更多的是从治理成本的角度分析内部控制治理的效率，笔者在此借用一个概念，即内部控制

治理强度。所谓治理强度主要指企业内部控制主体的激励与约束程度，它取决于代理人（两层代理）

实际行为的结果与出资人要求的收益最大化情况下理想的控制行为之间的差距［１５］。显然，当内部控

制治理强度增强时，代理成本会随着治理强度的增强而减少，但其他成本却会随着治理强度的增强而

增加。当代理成本的下降大于其他成本的增加时，总成本将呈现下降趋势；反之，总成本则会呈现上

升趋势。因此，总成本与治理强度表现出 Ｕ 形曲线关系［１６］。笔者设代理成本为 Ｃ１，其他成本之和为
Ｃ２，则 Ｃ ＝ Ｃ１ ＋ Ｃ２。Ｃ，Ｃ１和 Ｃ２同治理收益的关系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Ｃ，Ｃ１，Ｃ２和治理收益的关系

如果 Ｃ１大于 Ｑ，这时 Ｃ１就会随着治理强
度的增强而下降，Ｃ２则随着治理强度的增强
而增加。由于 Ｃ１下降的速率大于 Ｃ２上升的
速率，故总成本趋于下降，直到 Ｃ１ ＝ Ｃ２ ＝ Ｑ 达
到均衡。在这点上，总成本 Ｃ最小，边际治理
收益等于边际治理成本，内部控制治理效率

达到最优。当继续增加治理强度，这时 Ｃ１下
降的速率小于 Ｃ２上升的速率，总成本增加，
尽管总的治理收益也在增加，但边际治理收

益却呈递减之势，从而使内部控制治理效率

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内部控制治理过程中，治理强度并不是越高越好、代理成本越小越好，而是

在代理成本与其他相关成本之间保持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因此，公司内部控制治理

中存在着最佳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而这种最佳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将导致内部控制治理效率

的最优化或内部控制治理成本的最小化。

三、基于成本收益模型的信任———适度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规范之所以能够塑造出统一的和连贯的行为和获得某种信任之外的行为效果，就因为

人们对内部控制规范以及由这些规范所构成的制度给予信任①。以往研究表明，信任和内部控制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说明信任程度影响着内部控制的效果②。

从现有的文献看，有关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基本的看法有三种：第一，信

任是一种特殊的控制机制。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 Ｂｒａｄａｃｈ 和 Ｅｃｃｌｅｓ、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Ｏｕｃｈｉ［１７ １９］。在
Ｏｕｃｈｉ建立的经典控制模型中，信任机制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的控制机制即社会控制或家族控制。第
二，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是一种替代关系。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 Ｄａｓ 和 Ｔｅｎｇ，Ｄｙｅｒ 和 Ｓｉｎｇｈ，Ｇｕｌａｔｉ，

·５８·

①

②

我们认为企业内部控制，一方面是源于分工的深化；另一方面是得益于信任半径的扩大。内部控制发展历史表明，在本来不认

识的人之间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内部控制范围扩大和内部控制发展的关键，更是内部控制发挥效用的核心。

如果把为了达到组织内部信任（ＴＤ）的努力而发生的费用支出或消耗定义为组织的信任成本（ＴＣ），把因为组织中信任的降低
而增加的各种费用支出定义为组织的不信任成本（ＦＴＣ），则组织内部的信任与信任成本呈正相关关系，信任与不信任成本之间呈负
相关关系。如果使用信任度描述组织内部的信任，并且假设用 Ｘ１和 Ｘ２分别表示组织成员的预期行为和实际行为，且 Δ ＝
" Ｘ１ － Ｘ２"，则信任度可以表示为 ＴＤ ＝ １ ／ Δ，在组织中提高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度（ＴＤ），将增加信任成本（ＴＣ），同时减少组织中的
不信任成本（ＦＴＣ），反之亦然。由于不适当的组织重构会降低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度，这将增加协调成本或不信任成本，而信任度的
降低却不能减少组织已经耗费的信任成本，即此时的 ＴＣ不会下降。因此，不适当的组织重构将增加组织的总运行成本。可见，不同
程度的信任对组织成本和绩效的作用是不同的，合作中信任的成本和风险，可能使顺向信任出现过度或不足的情况。如果过分推崇

信任，组织中的监督、激励机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将导致代理人的投机行为。信任不足不仅会引起潜在交易成本的增加，而且由

于缺乏信任而导致合作失败，还会影响组织中的信任水平与逆向信任程度，使组织凝聚力降低。



Ｉｎｋｐｅｎ和 Ｃｕｒｒａｌｌ，Ｚａｈｅｅｒ和 Ｖｅｎｋａｔｒａｍａｎ，Ｓｉｔｋｉｎ和 Ｒｏｔｈ［２０ ２５］。根据这一替代性观点，低信任导致正式
的控制形式，而高信任则使得正式控制的范围受到限制。正式控制传达不信任的信号，因而导致不信

任和正式控制。第三，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是一种互补关系。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 Ｄａｓ 和 Ｔｅｎｇ［２６］

等。这些学者断言，信任和控制机制构建都是有代价的，控制机制的选择、发展和执行的代价都是昂

贵的。信任也不是免费的，需要耗费组织大量的资源。既然信任与控制的获得是成本高昂的，学者们

认为组织在任何状况下都不会确立过度的信任，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为达到最低限度的管理信任，

管理者可以利用信任和控制以相互补充。我们认为，内部控制与信任通过不同的方式增加内部成员

在交易中的可预测性，通过内部控制与信任的互补关系，相对可以更真实地描述信任与内部控制之间

关系的动态性。廉价而高效的内部控制的存在使得企业较少依赖信任，而当信任存在时企业可以降

低因设置内部控制机制而带来的成本和复杂性。然而，大多数企业内部经济关系同时包含了内部控

制与信任，包含风险的内部控制的存在可能鼓舞公司承担更大的、基于信任的风险。

根据 ＣＯＳＯ的定义，内部控制是“由董事会、管理层和员工共同设计并实施的，旨在为实现组织目
标（主要包括经营的效率和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性等，简称三类目标）提供

合理保证的过程。它主要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几个方面的内容”。

根据这一定义并结合以上的三种信任形式分类，我们得出了重要结论，即信任既是内部控制的基础，

更是内部控制的保证。

内部控制规范和约束企业经济行为的首要条件是制度的完备性，但在现实中，由于内部控制制定

者的“有限理性”和会计经济环境的未来不确定性，制定完备的内部控制制定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而内部控制表现为一种“不完备契约”，比如控制疏漏、控制笼统、控制偏离现实等方面。内部控制

的不完备性必然导致当事人（企业决策者、管理者、执行者）把剩余部分留给“隐含契约”，而隐含契约

的实施主要是靠当事人的信誉来维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内部控制的不完备性和隐含契约是信誉

存在的前提条件，而信誉则是隐含契约实施的基础［２７］。不完备的内部控制只有在得到信誉、道德等

非正式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运作。比如，控制疏漏、控制笼统和控制误导，一个有信誉、有道德

的当事人会选择被认为是合理的解释和恰当的方式处理，尽量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采取合作

行动。“心照不宣”的信誉即使在形式上是非正式的，但其功能与正式制度一样具有“强迫性”，它诱

导人们在正义与非正义、合理与不合理之间做出适当选择，以弥补正式制度的缺失。即使动用法律的

强制力来维护内部控制的执行，内部控制的执行效果也与当事人是否重视信誉有关。

更进一步地从逻辑层面解释，内部控制规范作为普遍的、无人格的行为准则，总是超越于具体的

行为个体，这种普遍规范固然神圣而崇高，但其外在的形态下却未必能为行为个体所自觉接受并化为

个体的具体行为。如何使普遍性的规范化为个体的行为，如何保证普遍的规范在个体行为实践中的

有效性，这无疑应当对道德、信誉予以特别的关注。因为道德、信誉具有将规范内化为个体以形成人

格需要的功能。外在的、普遍的规范只有通过理性的体验、情感的认同以及自愿的接受，逐渐融合于

个体自我的内在道德意识中，才能在众多个体的实践中体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信誉是内

部控制运行的基础，是内部控制得以有效执行的重要基础［２８］。信任与适度内部控制的收益与成本的

变动可以用下页图 ３ 描述①。
从下页图 ３ 中可以看出，在信任建立的过程中，收益与成本是不对等的。一开始，信任的收益要

小于信任的成本，而一旦达到一定的信任程度，如图 ３（Ａ）中的 Ｔ１，信任的收益大于信任的成本，信
任在组织关系中可以形成合作关系的基础，我们将其称为组织内部信任的起始点。

·６８·

①本节内容主要参考《组织内部信任———理性控制最优模型的建立》一文的思路［２９］，并根据本文的实际情况需要，对收益成本模
型做了必要的修正。



理性控制的收益与长期成本之间的关系与信任类似，但是由于理性控制短期成本的不规则变化，

使得理性控制的短期成本与收益之间形成两个交点（见图 ３Ｂ），这两个交点之间形成的阴影由于短期
成本大于收益而预示着理性控制对组织内部的合作有阻碍作用。前面的一点 Ｘ１显示组织建立之初
理性控制的效果不十分明显，而且由于理性控制的成本呈现上升趋势，在此阶段不能通过健全理性控

制而获取组织满意的收益。因此，在理性控制的基础上建立组织的合作关系，必须是在理性控制手段

比较健全时（如 Ｘ２点），我们将其称为组织内部理性控制的起始点。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信任的起始点要比理性控制的起始点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在初创时

期更多的要依赖信任，而在成熟时期更多的要依赖理性控制。由于信任与理性控制之间具有这种关

系，因而可以建立一个组织中最优信任 理性控制的模型。这一模型的基本原理在于比较信任、理性

控制各自的收益与成本，从而形成信任 理性控制的不同组合。

以上模型从概念上说明了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信任 适度内部控制的最优水平，表明组织中过度

理性和过度信任都是不可取的，但也并非要精确地量化界定组织中的何种信任程度能达到最优。不

适当的控制和信任会对企业内部控制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过于信任价值较低（相应的就是风险程

度较高）的内部成员（或者岗位），可能会错误地分配珍贵的资源或承担不必要的风险，从而影响内部

控制的绩效，也即对信任的投入有时是过度的，但过度信任将加剧滥用的行为（如监督不力、使机会

主义免于惩罚等）；相反，对有价值的内部成员（或者岗位）缺乏应有的信任，可能会导致错过节省成

本或发展对实现内部控制目标有重要意义的组织能力的机会［３０］。在较高的信任状态下进行过多的

控制可能会导致无必要的成本支出，延误发展的机会，同时也可能损害信任的基础。也就是说，信任

也可能不足，交易成本是决策者对他人的过度怀疑，“囚徒困境”中合作双方由于互不信任，对违背诺

言的预期会使他们在交往中自动违背诺言。因此，为了达到更好的绩效，在信任和控制之间会存在一

种优化或两者的最佳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合作者维持着适当的信任，并根据信任的情况实施合适的

控制方式和控制程度，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对两者关系优化的有效判断。总之，内部控制既可能与信

任对立，也可以为信任构建一个平台，关键取决于内部控制机制的设计。事前的、制度化的、公平的内

部控制机制，有助于加强承诺，是建立信任的更加坚实和有效的基础。

图 ３（Ａ）　 信任收益成本比较

　 　 　

图 ３（Ｂ）　 适度内部控制收益成本比较

四、结语：基于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内部控制治理体系重构

内部控制治理的本质是信任，内部控制治理的根本目标是借助于信任，通过由内部控制治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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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治理机制共同组成的效率释放互动框架，实现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最

大化。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最大化的核心是治理收益与治理成本对比。从“收益与成本对比”这一“效

率”的本质内涵来看，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精髓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在既定的内部控制治理环境及其

变迁中，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治理机制的有效搭配能够以尽可能低的内部控制治理成本取

得尽可能高的内部控制治理收益。也就是说，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是指实施了各种内部控制治理活动

后所获得的收益（效用）总和与该内部控制治理活动所付出的成本总和之间的比较。

从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出：首先，内部控制治理环境、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与内部

控制治理机制均包含效率释放问题，三者组成一个效率释放的良性互动框架，是内部控制治理效率产

生的源泉。其次，内部控制治理环境是基石，内部控制治理结构是基础和内核，内部控制治理机制是

引擎，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是根本目标。再次，内部控制治理环境、内部控制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治理机

制与内部控制治理效率四者共同构成内部控制治理体系，它们在内部控制治理体系中是一种上下游

关系。最后，内部控制治理效率标准制定是内部控制治理的基础，执行是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灵魂，

责任追究是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基石，持续改进和完善是内部控制治理效率的生命。

参考文献：

［１］Ｋｉｎｎｅｙ Ｊ 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Ｊ］．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２０００，

１９：３７１ ３７９．

［２］Ｎｏｏｒｄｉｎ 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１９９７，３１：４５６ ４６７．

［３］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 Ａ，Ｓｒｉｋａｎｔ Ｍ Ｄ． 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ｓｔｏｐ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 ｆｒｏｍ ｂｅｉｎｇ ｃｏｏｋｅｄ？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０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ａｒｂａｎｅｓＯｘｌｅｙ ａｃｔ［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３（１０）：２５ ３６．

［４］张宜霞．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与有效的企业内部控制［Ｊ］．中国注册会计师，２００８（３）：７９ ８１．

［５］白俊，王生年．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基本问题探讨［Ｊ］．商业时代，２００８，３０：７５ ７６．

［６］林钟高，郑军．基于契约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Ｊ］．会计研究，２００７（１０）：５３ ６１．

［７］刘明辉，张宜霞．内部控制的经济学思考［Ｊ］．会计研究，２００２（８）：５４ ５６．

［８］斯蒂格利茨．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败［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００（３）：５１ ６０．

［９］冯均科．不同产权结构下的内部控制效率的研究［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１（８）：２８ ３３．

［１０］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２（５）：３ １１．

［１１］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Ｍ］∥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４．

［１２］郑兴山，等．产权制度和企业绩效［Ｊ］．经济体制改革，２００１（１）：７７ ８０．

［１３］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 （４）：３７ ４９．

［１４］方红星．内部控制、审计与组织效率［Ｊ］．会计研究，２００３（２）：４１ ４４．

［１５］剧锦文．公司治理的均衡分析［Ｊ］．经济经纬，２００６（６）：６６ ６９．

［１６］林万祥，唐滔智．公司财务治理的效率［Ｊ］．会计之友，２００７（１１）：１３ １４．

［１７］Ｂｒａｄａｃｈ Ｊ Ｌ，Ｅｃｃｌｅｓ Ｒ Ｇ． Ｐｒｉｃ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ｆｒｏｍ ｉｄ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ｔｏ ｐｌｕｒａｌ ｆｏｒｍｓ［Ｊ］．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９（１５）：９７ １１８．

［１８］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Ｋ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Ｍ］． Ｍａｒｓｈｆｉｅｌｄ，ＭＡ：Ｐｉｔｍａ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８４：６８．

［１９］Ｏｕｃｈｉ Ｗ 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ｎｓ［Ｊ］．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ｎｌｙ，１９８０（２５）：１２９ １４１．

［２０］Ｄａｓ Ｔ Ｋ，Ｔｅｎｇ Ｂ Ｓ． Ｔｒｕｓ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１，２２（２）：２５１．

·８８·



［２１］Ｄｙｅｒ Ｊ Ｈ，Ｓｉｎ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７（１８）：５３５ ５５６．

［２２］Ｇｕｌａｔｉ Ｒ，Ｓｉｎｇｈ Ｈ．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Ｊ］．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８，４３（４）：７８１ ８１４．

［２３］Ｉｎｋｐｅｎ，Ｃｕｒｒａｌｌ Ｓ 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ｔｒｕｓｔ：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 Ｓａｎ Ｆｒｎｃｉｓｃｏ：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２４］Ｚａｈｅｅｒ Ａ，Ｖｅｎｋａｔｒａｍａｎ 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５ （１６）：３７３ ３９２．

［２５］Ｓｉｔｋｉｎ，Ｒｏｔｈ Ｓ Ｂ，Ｎａｎｃｙ Ｌ． Ｌｅｇａｌｉｓｔ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ｉｌｌｎｅｓｓ：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Ｊ］．

Ｅｍｐｉｏｙｅ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 Ｒｉｇｈ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３，６（４）：２９１ ３１３．

［２６］Ｄａｓ Ｔ Ｋ，Ｔｅｎｇ Ｂ 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９８，２４（１）：２１ ４２．

［２７］李向阳．企业信誉、企业行为和市场机制［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７．

［２８］李心合．会计制度的信誉基础［Ｊ］．会计研究，２００２（４）：１７ ２３．

［２９］周密，姚芳，赵西萍．组织内部信任———理性控制最优模型的建立［Ｊ］．山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５）：９３ ９８．

［３０］Ｂｅｒｍａｎ Ｓ Ｌ，Ｗｉｃｋｓ Ａ Ｃ，Ｋｏｔｈａ Ｓ，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ｔｅｒ？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９，４２（５）：４８８ ５０６．

［责任编辑：高　 婷］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ＬＩＮ Ｚｈｏｎｇｇａｏ，Ｚ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ｆｅｉ，ＣＨＵ Ｊｉａｏｊｉａｏ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ａｎｓｈａｎ ２４３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ｏ ｍａｘｉ
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ｅ
ｌ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ｉ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ａｐｐｒｏ
ｐｒｉ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９８·


